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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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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立科研机构之于国家创新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关于国立科研机构制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长期以来

被忽视。今天，在美、德等国反思其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定位与模式，以及中国政府开启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时

代背景下，开展关于国立科研机构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文章尝试从认识国立科研机构的使命演进

出发，运用制度逻辑理论，建构国立科研机构的分类模型，为推进国立科研机构分类管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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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的四大国立科研机构因历史原因，二战后注册为地方法人，但实为国家意志并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
② 6 个国家研究中心分别是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研究中心、北京信
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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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由国家建立并资助，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有组织、规模化地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

合性科研活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主要发达国家普遍成立了国立科研机构，如美国国

家实验室、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

等。我国的国立科研机构主要是指由中央财政资助的

研发机构。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

我国中央属研发机构数近年来保持在 700 个左右的规

模。其中，中国科学院是代表我国最高科学技术水

平、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国立科研机构。

今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新旧发展动能转

换的交汇背景下，我国国立科研机构正在经历着系统

性调整和改革。2014 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率先行

动”计划，依据科研活动特征对研究所进行分类改

革。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在重大创新

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2017 年 11 月，科技部将

此前 6 个筹建的国家实验室转为批准建设国家研究中

心②，将其定位于“适应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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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型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虽然我国国立科研

机构的整体性重构已经付诸行动，但研究界至今对此

鲜有关注。特别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国立科研机

构作为建制化研发组织应当如何确立其战略定位并调

整运行管理机制，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上都尚属空

白。本文尝试从国立科研机构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剖析

其功能定位与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借鉴组织新制度

主义对多重制度逻辑的有关分析，认识国立科研机构

的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科学院当前正在推进的机构

分类改革和国家实验室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国立科研机构的建制化演进

1.1 现代科学研究精神与建制化国立科研机构的初
创发展
1666 年法兰西科学院的成立被认为是欧洲科学

建制的典范[1]。这是世界上最早以正式组织形式成立

的国立科研机构——由政府拨款支持，科学院院士可

以从国家得到丰厚的年薪和研究经费支持。此举开创

了通过独立科研组织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先河，标志

着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家及科学团体的产生。法兰西

科学院成立之初，院士规模仅有 20 人左右，以学术

精英主导为其基本的科研组织模式。科学研究活动重

理论、轻实验与经验、推崇对自然的理论抽象和精准

测量，这些均是现代科学研究精神的核心。德国哲学

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对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管理制度

倍加推崇，在他的努力下，1724 年圣彼得堡科学院

（俄罗斯科学院）成立，1751 年哥廷根科学院建立，

包括之后相继成立的莱比锡科学院、维也纳科学院

等，也都采纳了法兰西科学院的章程和组织形式。

1.2 科学研究的社会化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融合发展
法兰西科学院所创建的以少数权贵和学术精英为

主导的科学研究组织模式，在威廉 · 冯 · 洪堡领导的德

国大学改革运动之后开始发生变化。1810 年，洪堡主

导创办新型的柏林大学，提倡“学术自由”“教学和

科研相结合”等新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大学只

是传授已有知识的旧观念，树立起“传授知识与创造

知识相统一”的现代大学理念[2]。大学承担起教学与

科研并重的使命，同时基于学术研究水平聘任大学教

授的举措稳定下来并被制度化。19 世纪 60—70 年代，

大学实验室发展成为国立科研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生理学家路德维希和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

建的新型生理学实验室和实验心理学实验室，成为当

时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学术“圣地”[3]。科学研究活动

的建制化发展自此进入新的阶段。

此后，美国也开始在大学建立实验室和成立研究

生院：一方面在原有的英式学院里建立研究生院，另

一方面创办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为主要任务的独立的

研究生院，后者以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事件。概言之，19 世纪末美国形成的现代研究型大

学，是在德国大学将教育和科研相结合的学徒制模式

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生培养推向标准化、规模化和

正规化的模式。这些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现代研究

型大学，成为美国式分散管理的科研体制的基础[4]。

1.3  线性创新模型与二战后国立科研机构的快速发展
从19 世纪末到二战之前，德国相继在农业、地

理、卫生等社会公益领域建立了 40—50 个专业化的国

立科研机构，包括成立于1911年的马普学会的前身凯

撒-威廉学会。同一时期，美国政府设立了对美国科技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军实验室和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不过，总体上，美国政府更加注重通

过《莫里尔法案》等手段，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战中，军事科技应用对于战争结果的影响带来

了美国政府关于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观念的转变，集中

体现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交

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一报告中。这份报告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

要性，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决策依据[5]。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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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思想，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对熊彼特 1912 年提出

的创新理论的关注，线性创新模型成为政府与科学之

间建立契约关系的指导[6]。由此，二战后在政府全面

干预和计划管理的美国新政体制下，以国家实验室为

代表的美国国立科研机构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充

足的研究经费和各类人才的涌入，推动美国的大学实

验室从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模式快速转变为综合性、

多学科的大科学发展模式。一批拥有充足经费、大量

专业人才和实验设备的具有研究基地性质的国家实验

室开始形成。1945—1957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

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批国家实验室和研究

机构相继成立。

战后重建过程中，欧、亚主要国家也纷纷以美国

国家实验室为范本，重建和发展本国的科研体系。法

国先后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③

以及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等机构④；德国成

立了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弗劳恩霍夫应用

研究促进协会以及德国反应堆控制站管理和运行事务

工作委员会（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的前身）等。同一

时期，亚洲主要国家以政府投入为主，快速建立起自

己等国立科研机构。例如：新中国于 1949 年成立了

中国科学院；日本分别于 1956 年和 1966 年成立了国

家金属材料技术研究所和国家无机材料研究所；韩国

于 1966 年创设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1.4 巴斯德象限理论及国立科研机构的重构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美国开始从全面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转

向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

西方世界。国立科研机构的功能和结构随之发生重大

变化，具体表现在：研究重点从国防技术研究拓展至

民用技术和跨学科及前沿研究；社会主体逐渐进入国

立科研机构的运行管理，国有民营等管理模式开始出

现。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

的新兴技术发展，重新认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

的关系成为众多研究者热衷于回答的问题，对线性创

新模型的批评逐渐成为科技政策研究的共识。受“巴

斯德象限”影响，由应用导向的而不是纯粹的基础研

究活动，成为政策关注重点（图 1）[4]。

追求基础
知识

高
纯基础研究
（波尔象限）

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

低 ――
纯应用研究
（爱迪生象限）

低 高

考虑应用目标

图 1   斯托克斯的科学研究活动“四象限”[7]

斯托克斯根据追求基础知识推进程度和服务于应用目标程度
这两个维度，将科学研究活动分为 4 类，分别是由应用引起
的基础研究（象限 1）、纯基础研究（象限 2）和纯应用研究（象
限 4）；其中，“巴斯德象限”揭示了根据追求基础知识推
进程度和服务于应用目标程度这两个维度

巴斯德象限理论对于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在国立

科研机构建设和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也有着深刻的

启示和借鉴意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世界主

要国家纷纷启动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改革，强调将面向

交叉与前沿学科的基础研究与服务支撑国家战略需求

相结合，促使国立科研机构更加深刻地嵌入市场经济

体制，使其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科学院于 1998 年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重构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最高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能

力，特别是新建了若干研究所，探索协同基础研究和

③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INRA）成立于 1946 年，是欧洲最大的农学研究
机构，其在农学方面的研究有力地支撑了法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1984 年，INRA 划归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
和法国农业与渔业部共同管辖。

④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stitute 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et en Automatique，INRIA）创建于 1967 年，
致力于信息通信科技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和法国经济工业就业部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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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的新科研组织模式。德国政府于 2001 年将拥

有 18 个国家实验室、运行大科学装置的亥姆霍兹联

合会设立为正式注册的独立研究实体，倡导跨机构、

跨领域着眼于应用的基础研究[8]。日本政府于 2001 年

将隶属于其经济产业省的工业技术院（工业技术院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2 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进行

重组，成立了独立法人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印度

政府从 2002 年开始着手对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

会（CSIR）⑤进行再造，推进“组建网络协同研究联

盟”计划，旨在构建跨领域、跨学科的资源和能力网

络；到 2006 年，形成了由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与 10 多所大学、3 个著名医学实体结成的网络联盟。

2 新科技革命对国立科研机构提出新要求

当前以智能、绿色和健康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兴起，推动科研活动的开展和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

革，国立科研机构再次面临适应变革的巨大挑战。这里

通过简单介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的代表性

举措，说明新科技革命对机构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2.1 科技发展的会聚和分散趋势并存，要求国立科研
机构发挥科研承担者和科研组织者的双重作用
全球来看，当前学科间交叉会聚和科技活动分散

化趋势的不断加剧。立足长远，国立科研机构能否取

得根本的竞争优势，将主要取决于它能否恰当并有效

发挥科研组织者的作用：通过购买服务、资金支持和

科研合作等方式间接干预大学和企业的科研活动，整

合科研资源推动会聚科学的发展，从单独向国家提供

知识产品和创新服务，转为引领建成包括国立科研机

构、大学和企业等在内的科研生态圈，成为驱动国家

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这将引发国立科研机构定位和

功能的深刻变革。

2.2 科研新兴领域迫切需要新型人才供给，要求国
立科研机构加强其教育职能
受新科技革命的塑造，研发活动的动态性趋势不

断凸显，新兴领域持续浮现，拓展和创新传统的人才

培养显得尤为迫切。例如，由国立科研机构与大学

合作探索形成未来科技人才培养的新渠道[9]。目前，

美、德、法、日等国家的国立科研机构很少独立开展

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学位⑥，代之以项目资助、合作研

究等联合培养的方式开展研究生教育。例如：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主要是通过各层次的研究生资助计划参

与研究生培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和德国马普学会则

通过在大学设立研究单元并且由科研人员承担部分教

学任务并指导研究生的形式参与联合培养；日本理化

学研究所通过与日本多所大学合作建立研究生院制度

来实现联合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2.3 新兴技术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求国立
科研机构发挥区域创新平台的角色
为回应新兴技术创新的需求，国立科研机构应当积

极发挥在创新系统内的资源整合优势⑦，为更好地实现

这一功能，美国在其“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下专

门成立了“制造业创新研究所”（IMIs）⑧，作为政府和

市场共建新型国立科研机构的一项尝试。IMIs由政府和

市场共同投资，业务范围包括应用研究、开发和示范项

目、继续教育和培训、探索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方法以

及共用基础设施等，进而把工业界、学术界（包括大

⑤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成立于 1942 年，是按当时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模式创建的，现归印度科技部下
属的科学与工业研究局管辖。其使命是推动和促进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的发展，从而促进印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
最大化。CSIR 除了资助本系统内的研发工作外，还以研究与发展基金的方式支持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研发工作，对跨
学科计划和机构间合作研究计划给予优先支持。

⑥ 1978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⑦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 [2018-09-03].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going-local-connecting-the-national-labs-to-their-regions-to-

maximize-innovation-and-growth/.
⑧ 美国先进制造门户 . [2018-09-03]. https://www.manufacturi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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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区学院、技术研究机构等）、联邦实验室、联邦

政府、州政府等利益相关者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创新

生态系统。与传统的运行大科学装置、实施大型科技计

划的国立科研机构不同，这种“轻资产”的新型科研机

构更侧重于发挥区域创新平台的功能。

3 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与现代国立科研机构的
分类发展

为了有效回应新科技革命在科研组织方式、人才

培养和创新活动等方面形成的诸多挑战，国立科研机

构开始了向同时承载科研、教育和创新 3 种功能的综

合型、平台型组织的转型。它必须有意识地置身于跨

界融合的情境下，综合运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示

范工程等手段来应对跨学科且时间跨度长的难题，支

撑起大学和产业的中间地带（图 2）。如何理解这一

复合向度的转型，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为我们理解提供

了思考和分析的基础。

3.1 国立科研机构的多重制度逻辑
从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来看，国立科研机构

的 3 种职能是 3 种制度秩序的反映，每一制度秩序背

后又各自遵循一个制度逻辑。所谓制度逻辑，是指一

系列构成社会组织原则的现实秩序与象征性建构，如

设想、价值观及信仰等[11,12]⑩。从科研-教育-创新三位

一体的职能定位出发，国立科研机构中主要存在着知

识创造、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 3 种制度逻辑。

（1）科研——知识创造逻辑。知识创造逻辑是

“求真、求实、求新”。科学家追求学术成果的优先

发现和发表，为其带来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和其他

学术与社会资源。

（2）教育——知识传播逻辑。教育是人类社会特

有的传递经验的社会活动，经由人们的主动意识而形

成并得到满足。国立科研机构所承载教育职能的逻辑

是传播知识和劳动力再生产。

（3）创新——知识应用逻辑。知识应用是指知识

实现其市场价值的过程，即“创新”的过程。国立科

研机构中的知识应用逻辑，体现其服务于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改进生态环境和实现社会进步的职能。

3.2 从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来看国立科研机构的组织
方式选择
组织内的多重制度逻辑之间必定既存在重合，也

存在冲突。一个包含多重制度逻辑的组织，要么在多

重制度逻辑的冲突中最终解体[13]，要么在多重制度逻

辑的冲突中不断创新、演化以求得存续[14]。制度逻辑

的冲突与整合推动了组织的分类发展。

3.2.1 兼容性和中心性：理解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两
个维度

Besharov 和 Smith[15]从兼容性和中心性两个维度出

发，对包含多重制度逻辑的组织做了分类研究，为理

解应对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时的组织形式选择提供了理

论基础。所谓兼容性，是多重制度逻辑当中蕴含一致

性目标和组织行为被强化的程度，也就是一个组织多

大程度上包容多种制度逻辑。所谓中心性，是指组织

图 2  国立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
来源：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年度报告 2017》[10]

整理

⑩ 制度逻辑与制度的内涵有所不同。制度是指约束组织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共
同构成。制度强调的是规则，而制度逻辑则强调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和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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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关联的多重制度逻辑被平等对待的水平。就

国立科研机构而言，兼容性表现为通过组织行为所

传递出的对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等  3 类

制度逻辑之间冲突关系的处理原则及其途径。具体

来讲，① 在科研机构层面上是否有相应的机制设计来

保障 3 种制度逻辑均能在组织行为中得以反映，比如

科技项目管理部门的设立、学生培养部门的设立和专

职技术转移机构的设立等；② 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性

质，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协作，前者无疑会导致组织

兼容性的降低，后者则会提高组织结构的包容性。中

心性是指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这 3 种制度

逻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平等对待，主要体现在对科

研人员的评价导向上。研发活动、研究生培养以及技

术转移转化，是上述 3 种制度逻辑的外在体现：如果

这些活动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中都被视为核心活动并

被赋予近似权重，就表明该机构具有较高的中心性；

反之，则中心性较低。

3.2.2 应对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国立科研机构分类模型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划分，本研究建立了国立科

研机构多重制度逻辑的组织分类模型（图 3）。下面

逐一解释这 4 种类型。

（1）高中心性-高兼容性的“综合型”科研机

构。高中心性表明科研机构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考核

中综合考虑科研、教学和技术转化等多领域贡献，赋

予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等制度逻辑较平等的权重。

高兼容性表明在组织层面，科研机构设立有相对完善

的机制来协调不同制度逻辑，比如设置专职的技术转

移办公室与科技管理部门建立协同机制。“综合型”

国立科研机构由于并不强调某一种制度逻辑占据主导

地位，包容不同制度逻辑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作为

应对，团队需要在明确制度框架的保障下开展合作，

以此建立团队内部关系的鲁棒性，同时要通过明确的

产出导向和重大需求任务作为团队产出的监督机制。

（2）高中心性-低兼容性的“竞争型”科研机

构。“竞争型”机构的高中心性与综合型机构类似，

但低兼容性表明在组织层面上，机构未采取充分措施

应对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冲突关系，造成机构内成员在

个人层面上面临着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之间协调的张

力。此种类型的国立科研机构，一方面鼓励科研人员

要在各类产出上都有显示度，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形成

相应的组织资源支持，其结果往往会使科研人员周旋

于各制度逻辑当中，难以形成合力，科研活动产出不

显著。

（3）低中心性-低兼容性的“分离型”科研机

构。低中心性表明机构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考核中侧

重某一类制度逻辑，或为知识创造的逻辑，或为知识

应用的逻辑。低兼容性表明在组织层面，并未将协调

各种制度逻辑的潜在冲突关系纳入组织战略的设计当

中。低中心性和低兼容性组合所形成的国立科研机

构，尽管明确以知识创造或知识应用作为主导逻辑，

但对于如何发挥非主导逻辑的功能使其提升科研人员

及科研机构的工作质量缺乏思考和相应的机制设计。

（4）低中心性-高兼容性的“主导型”科研机

构。与“分离型”类似，低中心性表明国立科研机构

有选择地侧重一种制度逻辑；高兼容性则表明在组织

层面设立有较为完善的机制来协调几种制度逻辑的关

系。低中心性和高兼容性的组合，很大程度上会导致

科研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逻辑在其他次要制度逻

辑的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有可能导致机构最图 3    国立科研机构的组织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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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只遵循占主导地位的制度逻辑。

4 对国立科研机构分类管理的启示

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拨开纷繁复杂的现实迷

雾，理解和分析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基于多重制度

逻辑视角建立的国立科研机构分类模型本质上是一个

理想类型，它揭示出推进分类管理是国立科研机构发

展的趋势。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 3 种制度逻辑关

系到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的权衡，因此恰当处理政府

和市场之间关系，这是国立科研机构分类管理的关键

环节。历史上欧美国家使用的“国有民营”的管理方

式有效提高了国立科研机构的配置效率；今后具备高

兼容性或高中心性特征的国立科研机构或可积极探索

政府与市场的“共有民营”等管理方式，以更加细化

的分类管理来应对多元化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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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s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Toda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mode of their national laboratories while the Chinese sta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aboratories,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carry out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mission, it is worth of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by using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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